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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持续增强下，河口与近海生态系统正面临富营养化、缺氧与酸化等多

重压力，成为当前海洋环境科学研究的前沿热点。系统梳理了营养盐富集、水体层化、有机质沉降与微

生物再矿化等关键环节如何驱动低氧与酸化的形成，并总结了缺氧 -酸化耦合下近海生物群落结构的响应

特征及对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结果表明，营养盐输入刺激初级生产力，进而增加有机质沉降并增

强微生物矿化，导致底层溶解氧和 pH 下降，而水体层化和交换受阻则放大这一效应，使缺氧–酸化形成

过程呈现多过程叠加、时空异质、非线性响应及滞后等特征，并最终导致食物网结构简化，同时增加

N2O 等温室气体排放风险。进一步结合长江口、珠江口、切萨皮克湾和波罗的海等典型海域案例，分析

了不同海域单元在营养来源、径流与潮汐强度、碳酸盐缓冲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对局部缺氧–酸化形

成的调控作用，总结了当前近海生态治理在跨区域协同、治理尺度匹配及生态修复滞后等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和挑战；针对性提出以“流域—河口—近海”一体化的综合治理体系，通过强化陆海统筹与区域

协作，完善生态过程调控和长期监测体系，提升近海生态系统韧性与安全，为沿海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管

理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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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ntensifying human activities, estuarine and coastal ecosystems are

facing multipl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cluding eutrophication, hypoxia, and acidification, making them a

frontier  focus  in  current  mari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riving

mechanisms behind low oxygen and acidification, focusing on key processes such as nutrient enrichment, water

column stratification, organic  matter  sedimentation,  and microbial remineralization.  It  further  summari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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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coastal community structures under coupled hypoxia-acidification conditions and their

impacts on biogeochemical cycl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utrient loading stimulates primary production, which

in turn enhances organic matter deposition and microbial remineralization, leading to declines in bottom–water

dissolved oxygen and pH. The coupled hypoxia–acidification phenomenon is further amplified by water-column

stratification  and  reduced  hydrodynamic  exchange  and  is  typified  by  multi-process  interactions,  pronounced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nonlinear responses, and temporal lags. Ultimately, these changes tend to simplify

food web structure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uch as N 2O. By examining case studies

from typical regions–including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Pearl River Estuary, Chesapeake Bay, and the Baltic

Sea–this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marine units in terms of nutrient sources, runoff and

tidal intensity, and carbonate buffering capacity, as well as their regulatory roles in the formation of localized

hypoxia and acidification. Additionally,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major issues and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nearshore ecological management, including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mismatches in management scales, and

delays i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posing an integrated “watershed–estuary–coastal” management framework.

This  approach  emphasizes  enhanced  land-sea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mproves  regulation  of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strengthens long-term monitoring systems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and safety of coastal

ecosystems, thereby providing scientific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coast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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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海域是陆海相互作用最为活跃的区域，具有营养盐输入丰富、生物生产力高和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复杂等特征[1]。尽管近海面积不足全球海洋总面积的 10%，却贡献了约 10%~30%的海洋初级生产力，

并埋藏了近 80%的海洋有机碳，是全球碳、氮等关键元素循环的重要场所 [2-3]。同时，近海地区也是人口、

产业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区域，全球约 40%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 100 km范围内，其生态环境质量直接

关系到海洋资源利用、沿海经济发展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4]。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与高强度人类活动

影响下，大量陆源营养盐持续输入导致近海富营养化问题日益加剧，并进一步引发缺氧（ DO浓度<2

mg/L）、酸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对全球近海生态系统稳定造成严重影响[5-6]。

近年来，全球海洋缺氧现象持续扩张，但近海海域因受陆源营养盐输入、富营养化和有机质分解等

过程影响，更易发生缺氧现象。根据报道，波罗的海成为全球最大的持续性人为缺氧海域之一[7]。墨西哥

湾北部夏季低氧区面积长期维持在 15 000~20 000 km2之间，是世界第二大富营养化相关沿海死区[8]。而在

我国近海，长江口及邻近东海海域低氧现象也呈现发生频率增加、持续时间延长和空间范围扩大的趋势

[9]。不仅如此，近海酸化问题也日益突出。自工业革命以来，海洋已吸收约 25%~30%的人为排放 CO2，

导致全球表层海水 pH 下降约 0.1个单位，相当于海洋酸度增加约 30%[10-11]。然而，与开放海洋主要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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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CO2吸收驱动不同，近海酸化过程受陆源有机质输入、富营养化增强以及区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因

素影响较大[12]。尤其在河口和半封闭海湾等富营养化严重区域，内源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所产生的酸化效

应甚至超过大气 CO2吸收的贡献，导致近海水体酸化程度显著高于开放海域 [13-14]。值得注意的是，富营养

化条件下的缺氧与酸化并非两个独立过程。近年来，国内外多个河口和近海海域均监测到低氧区与低 pH

区高度重叠的情况，相较于单一环境压力，缺氧–酸化耦合对近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更为深远的影

响[15]。

因此，近海缺氧与酸化是全球变化背景下自然过程与人为活动共同作用导致近海生态系统退化的重

要表征。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沿海富营养化治理研究，对近岸海域缺氧和酸化形成机制、生物地球

化学耦合关系及生态效应相关研究仍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为营养盐输入持续增强背景

下，缺氧-酸化复合胁迫可能成为未来近海生态系统最具威胁力的环境风险之一。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

近海缺氧与酸化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深入分析其形成机制、驱动因素及生态环境效应，探讨未来演变

趋势及面临的关键治理挑战，从而为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治理、海洋生态风险评估及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

提供科学支撑。

1  富营养化驱动的近海缺氧-酸化形成机制
1.1 近海富营养化的来源与成因

沿海地区富营养化在过去 50~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已广泛出现在西欧、北美及部分东亚国家近岸

海域[16-18]。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近海

富营养化问题[19]。目前，近海富营养化已被《海洋状况报告》（IOC-UNESCO，2022年）列为十大主要

挑战之一[20]。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对近海资源开发活动日益增加，对近海生态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

大量氮、磷、有机物进入海洋，改变了原有养分结构与生态平衡，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些营

养物质主要来源于化肥农药、化石燃料燃烧、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此外，豆科植物生物固氮、大气

沉降等也会增加氮素输入[20]。根据《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3—2023年我国直排海污染源呈

下降趋势，但 2023年较 2022年有所升高。其中总氮排放量 5.34×104 t、总磷排放量 971 t、COD 排放量

1.43×105 t，氨氮排放量 4 288 t，陆源入海污染物总量占比仍较高[21]（图 1）。其中，东海作为我国近海河

口富营养化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近几年其呈富营养化状态的海域面积基本超过 20 000 km2，治理形势严

峻[21]。Galloway 等[22]预测，到 2050年，沿海地区人为氮输入将从 2000年的约 20%增加至 40%~50%，未

来近海生态系统营养盐负荷压力仍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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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013—2023年中国直排海污染源氨氮排放量      （b）2018—2023年东海呈富营养状态的海域面积

图 1 中国直排海污染源氨氮输入及东海海域富营养化时空变化情况

Fig.1  Ammonia-nitrogen inputs from direct discharges into the sea in China and temporal changes in eutrophic areas of the

East China Sea

近海海域作为连接海洋和陆地的重要过渡带，是陆源营养物质输送进入海洋的关键通道 [13,23]。同时，

近海生态系统也是陆海相互作用最强烈的典型区域，其富营养化过程不仅受流域外源输入控制，还受到

复杂水动力过程的影响。研究表明，近海环流、潮汐混合、淡水径流以及由盐度横向分布产生的斜压压

强梯度共同决定水体交换能力和冲刷时间，进而影响营养盐在局部水域中的输运、扩散与滞留 [24]。当水

体停留时间延长时，氮、磷等营养盐更容易在河口或近岸半封闭海湾中累积，从而提高浮游植物暴发性

增长和富营养化发生的风险。人类的开发活动对沿海水域水动力结构的改变同样会影响水体交换。例如

航道疏浚、港口建设以及河口整治工程均可能改变原有潮汐混合与垂直交换条件，使局部区域更易形成

稳定的盐度梯度和密度分层 [25]。Pein 等[26]关于近海河口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指出，即使较弱的水体

分层也可能通过抑制垂向混合而改变氧和营养盐循环过程，在加深的航道和港口区域尤为明显。此外，

气候变化也是导致近海水域和河口富营养化风险升高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水温升高通常会提高浮游植

物的生理代谢和生长速率。另一方面，极端降雨和洪水事件增多会增强流域地表径流以及农业、城市面

源污染输入，使氮、磷负荷在短时间内显著升高。同时，气候变化还可能通过改变河流径流过程、海洋

环流特征，进一步影响营养盐的输运过程。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营养盐输入、水体滞留时间与藻类

生长之间的耦合关系不断强化，对近海生态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27]。

目前，针对河口及近海富营养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报

道称，富营养化不仅会恶化沿海水质，其最典型的生态表现还包括缺氧和藻华暴发 [28]。此外，富营养化

还会造成近岸水体酸化，其诱导的酸化效应与全球变暖背景下海洋吸收大气 CO2所导致的海洋酸化共同

作用，在水体层化明显或交换能力较弱的近海河口和半封闭海湾中尤为突出，削弱了海洋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29-31]。

1.2 缺氧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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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海域溶解氧持续下降的过程被称为脱氧，该过程通常是自然发生的 [32]。然而，人类活动导致的

外源营养盐输入增加了近海缺氧的发生频率。主要原因是过量氮磷等营养盐刺激藻类过度生长并诱发藻

华，导致初级生产力升高。藻类死亡后，大量颗粒有机质沉降至底层水体，被微生物分解并消耗溶解氧

[33]。当有机质供给长期高于水体复氧能力时，底层水体将由低氧发展为缺氧，严重时进入无氧状态。Dai

等[20]将这种“营养盐输入—富营养化—缺氧”的链式过程，定义为富营养化近海系统中最典型且被广泛

验证的核心机制。另外，由于不同类型海域在水动力条件、层化稳定性及有机质滞留时间等方面存在差

异，导致缺氧形成机制呈现一定的区域异质性[6]。其中，河口系统、半封闭海湾系统以及近海陆架系统作

为典型的近海海洋环境单元，逐渐形成不同的缺氧演化模式。

河口区是陆源物质向海洋输送的重要通道，位于咸淡水交汇区，受河流径流与潮汐动力共同影响[1]。

当淡水径流与外海咸水在河口区汇合后，低密度淡水覆盖于高密度海水之上，逐渐形成显著的盐度 -密度

分层结构[34-35]。这种层化水体在夏季汛期尤为明显，大量相对高温低盐淡水持续汇入近海河口地区，促进

了盐度-密度锋面发育和水体稳定性，使上下层水文差异进一步扩大，从而抑制了水体垂向混合，使表层

通过大气交换和光合作用获得的氧气难以输送至底层 [36]。同时，底层有机质分解和沉积物耗氧仍继续进

行，而海水富营养化间接增加了有机质向底层输送通量，进一步加剧耗氧过程，最终导致底层缺氧。另

外，在河口地区，强风、台风、风暴潮以及大潮等能够增强垂向混合，削弱甚至破坏水体层化结构，促

进表层富氧水向底层输送，从而实现快速复氧 [37]。因此，河口及近岸海域缺氧通常表现出显著的夏季季

节性特征，其发生范围、持续时间及强度与营养盐负荷、有机质降解、区域水动力条件、层化稳定性等

密切相关。

半封闭海湾及河口深槽、港池、航道疏浚区和弱潮区等区域，因与外海水体交换能力较弱，底层水

更新速率较低，由富营养化导致的底层缺氧海水难以及时被富氧海水替代，更容易形成长期稳定的缺氧

环境[6]。一旦底层缺氧形成，沉积物中的磷、氨氮及还原性物质会大量释放至上覆水体，形成显著的内源

营养盐负荷。这些释放的营养盐进一步刺激初级生产力增长，增加有机质沉降和耗氧过程 [38]。因此，即

使外源营养盐输入得到控制，缺氧状态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表现出明显的生态系统滞后效应。波罗的

海是全球最典型的半封闭海湾，仅通过狭窄的丹麦海峡与北海相连，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量氮、磷输

入导致波罗的海深层缺氧区持续扩张，由缺氧诱导的沉积物磷释放成为波罗的海富营养化的重要内源来

源。尽管近年来外源营养盐输入有所减少，波罗的海深水区长期缺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缓解，部分区域

已形成持续性甚至准永久性缺氧状态[39]。

相较于河口和半封闭海湾，近海陆架系统更具开放性和复杂性，受到环流、风场、上升流、跨陆架

水体交换等多种海洋动力过程的影响 [40]。因此，近海陆架缺氧往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和年际变化

特征，其缺氧范围和持续时间对区域气候变化及海洋环流异常具有高度敏感性 [41]。其中，上升流是近海

陆架缺氧形成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一方面，上升流为表层水体提供大量营养盐，促进浮游植物繁殖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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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质沉降；另一方面，上涌水体本身 DO浓度较低，可直接降低近岸底层水体氧水平，增加缺氧发生风险。

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沿岸，自 2001年以后，受风力驱动的加利福尼亚洋流系统发生变化，改变了上升

流的长期模式，导致内陆架沿线出现大范围缺氧现象 [42]。而我国长江口因受陆架上升流、黑潮次表层水

入侵以及外海水团输运过程等影响，缺氧区已出现向 122.5°E 以东扩展的趋势[36,43]。另外，其他因素如全

球气温升高对区域风向模式造成影响，削弱垂向混合和底层复氧能力，也会加剧近海缺氧区的形成[44]。

因此，近海缺氧现象是营养盐负荷、有机质沉降速率、气温上升、水体层化强度、底层水更新速率

以及沉积物耗氧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区域主导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外源营养盐得到削

减，沉积物内部营养盐再释放、生态系统结构变化和水动力条件改变仍可能使缺氧长期存在[45]（图 2）。

另外，近海水域缺氧具有明显非线性和滞后性，这也导致在过去 10年里，由于人类活动持续增强和全球

气候变化，近海海洋已逐渐由偶发性、小尺度缺氧事件，演变为具有明显季节性和区域扩张趋势的持续

性缺氧过程，而未来 50年全球海洋缺氧区可能在近岸海域与公海范围内广泛分布[46-47]。

图 2  近海海域缺氧形成机制示意

Fig.2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mechanisms of hypoxia generation in coastal seas
1.3 酸化形成机制

近海酸化是指海洋碳酸盐体系向高二氧化碳分压（pCO2）、低 pH 及低碳酸盐矿物饱和度状态演变，

本质上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沿海水域 pH 和碳酸盐矿物饱和度下降的过程[48]。与由大气 CO2吸收驱动的开

放海洋酸化不同，河口和近海酸化通常受到陆源输入、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物理输运过程的共同控制。

目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沿海富营养化加剧，酸化水团正在由公海向沿海海域扩展，Wallace 等[13]将这

种由营养盐过量输入及有机质降解驱动的酸化现象称为“富营养化的另一种后果”。

研究发现，当溶解无机碳（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DIC）与总碱度（Total Alkalinity，TA）之间

收支失衡时，将对海水碳酸盐体系稳态造成影响 [49]。DIC代表海水中 CO2、HCO3⁻和 CO3
2⁻等无机碳组分

总量，而 TA 则反映海水中和酸输入的能力，是维持碳酸盐体系稳定性和缓冲能力的核心参数。当 DIC 增

最新
录用



加而 TA保持稳定或下降时，碳酸盐体系平衡将向 CO2和 HCO3⁻方向移动，导致 pH 降低、CO3
2⁻浓度下降

以及碳酸钙饱和度减小，从而引发海水酸化 [50-52]（图 3）。有机质再矿化是近海 DIC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

由于富营养化过程促进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提高，大量有机颗粒沉降后在水体和沉积物中发生微生物分

解和再矿化，持续释放 CO2并提高DIC浓度[53-54]。而近海和河口地区普遍具有较长水体停留时间及较强分

层特征，再矿化产生的 CO2容易在底层积累，从而形成高 DIC、低 pH 环境。但是，有研究认为仅以 DIC

变化衡量酸化程度存在局限性，近海生态系统对酸化的响应还受到缓冲能力的显著调控。Revelle因子被

用来反映碳酸盐体系对 CO2扰动的敏感程度，Revelle因子越高，表明系统缓冲能力越弱，相同规模的

CO2输入将导致 pCO2升高和 pH 下降[55]。河口低盐区通常具有较低碱度和较弱缓冲能力，当面对相同幅度

的 DIC 增加时往往表现出更高的 pH 下降幅度。

此外，一些生物地球化学反应还能够通过改变 TA 收支影响酸化进程。在富营养化河口和近海区域，

硝化作用对酸化的贡献可与有机质呼吸作用相当，甚至成为部分区域 pH 下降的主要因素[56]。相比之下，

反硝化作用、厌氧氨氧化、硫酸盐还原以及铁锰氧化物还原等厌氧过程能够产生碱度，对酸化具有一定

缓冲作用[57]。然而，这种缓冲效应并非持续发生。沉积物中形成的 Fe2⁺、Mn2⁺、HS⁻等还原性物质在后续

氧化过程中会重新释放 H⁺并消耗碱度，形成所谓“继发性酸化”，从而增强和延长酸化过程[58]。因此，

从长期尺度看，酸化过程不仅取决于DIC积累，还受到 TA 生成、储存与再消耗过程的共同控制。

物理输运过程则影响近海酸化的时空分布格局。沿岸上升流能够将深层富含 CO2、低 pH 海水输送至

陆架和近岸区域，使沿海生态系统进一步暴露于酸化环境 [59]。河流径流则通过改变 DIC 输入通量、盐度

结构及水体停留时间影响河口区碳酸盐体系稳定[60]。同时，大气—海洋 CO2交换持续增加近海 DIC储量

叠加气候变化背景下增温、降水增强及径流变化等，将进一步改变河口碳酸盐体系的缓冲能力和酸化敏

感性[61]。

图 3  近海海域酸化形成机制示意

Fig.3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mechanisms of acidification generation in coastal 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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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氧-酸化耦合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
2.1 缺氧-酸化耦合效应

研究认为，缺氧与酸化作为当前河口和近海生态系统面临的两类主要环境压力，在时间和空间分布

上高度重叠，常共同出现在富营养化严重、水体层化明显及交换受限的近海区域 [62-63]。在温暖期，河口区

营养盐输入增加，促进表层浮游植物生长，暂时消耗 CO2并提高 pH，但大量有机质沉降到底层后，在微

生物呼吸和再矿化过程中重新释放 CO2
[53-54]。当微生物快速呼吸速率消耗氧气的速度超过水平或垂直通风

补充的氧气速度时，将导致溶解无机碳升高、DO 下降、pH 下降及碳酸盐饱和度降低。因此，由富营养

化驱动的“有机质生产–沉降–再矿化”过程，是近海缺氧与酸化发生耦合的核心生物地球化学基础。

而缺氧本身还可能强化酸化过程。在缺氧或厌氧条件下，沉积物中硫酸盐还原、铁锰还原等过程会

产生 HS⁻、Fe2⁺和 Mn2⁺等还原性物质；当水体复氧后，这些物质重新氧化，可进一步释放 H⁺并降低碱度，

从而延长酸化持续时间[58]。因此，沉积物中还原性物质的季节性再氧化，也是河口和近海缺氧和酸化的

重要反馈机制之一。另外，酸化也可能反向影响缺氧发展。海水 pH 下降会改变营养盐循环、微生物代谢

及沉积物氧化还原反应速率，进而影响氧气消耗过程 [12]。中国近海的观测研究同样证实了酸化与缺氧的

耦合关系。Zhai 等[63]调查发现，2011年夏季北部渤海底层水体出现了明显的 DO浓度和 pH 下降，DO浓

度甚至低于 6 μmol/L，并证实底层有机质呼吸及再矿化造成的 CO2积累是海水酸度增加的主要原因。

Song 等[62]进一步指出，2017年渤海北部沿近岸底层 DO浓度与 pH 在夏季出现同步下降，DO浓度下降至

96 μmol/L，pH 降至 7.74，而 DIC 持续增加，净氧消耗与 DIC 产生的摩尔比（1.42）接近 Redfield比例

（1.30），说明有机质再矿化与海水底层酸化有明显相关性。此外，风力驱动上升流可将深层富含 CO2、

低 DO 的水体输送至近岸，使低 DO、低 pH 海水暴露于沿岸区域，并与近岸富营养化效应叠加，从而加

剧酸化和低氧现象[64-67]。酸性硫酸盐土壤排水也会向河口输入酸性物质，进一步促进酸化和低氧耦合，在

对澳大利亚东部河口研究中发现，酸性硫酸盐土壤排水是河口酸化区和缺氧的重要控制因素[68]。

可以发现，近海酸化与缺氧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往往具有高度一致性，二者均受到外部营养盐输入、

水体层化与交换条件及内部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共同调控。然而，近海酸化并不能简单视为缺氧的伴随现

象，其本质是海水碳酸盐体系失衡的结果，核心机制在于 DIC累积、总碱度变化以及微生物再矿化和氧

化还原反应等过程所引起的 CO2动态调节。

2.2 群落结构演替和生态响应

尽管缺氧和酸化在许多生态系统中自然发生，但人类营养物质摄入增加了其发生频率和分布范围。

随着河口和近海地区缺氧和酸化问题日益加剧，沿海地区物种分布和生物多样性也逐渐发生变化。群落

演替的首要机制是生理耐受阈值差异，当干扰超过大多数物种的耐受水平时，群落可能表现出阈值反应

当达到群落多样性、组成和功能发生严重变化的临界点时，生态系统将迫使进入另一种状态[6,69]。

沉积物与水的界面是最容易也是最先缺氧的水体区域，因此，当富营养化增强初级生产力时，底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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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最先发生退化[70-71]。具体来说，短期低氧可诱导底栖动物离开洞穴、上浮至沉积物表面或迁移至浅水

区，但持续低氧或无氧则会导致大型底栖动物死亡，而群落中耐受性较强的小型多毛类、线虫、寡毛类

以及微生物过程的重要性将逐渐提升[72-73]，比如松鲽（Lyopsetta exilis）在严重缺氧条件下数量丰富，反

而随着夏季溶解氧的增加而数量减少；相对甲壳类在缺氧区的平均丰度较低，多毛类的海稚虫科

（Spionidae）在缺氧区的平均丰度更高[70]。因此，缺氧环境对不同功能类群具有明显的筛选作用。Villnäs

等[74]的原位低氧扰动实验也证实了，当低氧持续时间延长会改变底栖群落的物种数、均匀度、丰度、生

物量和功能性状组成，并进一步影响沉积物–水界面的氧气和营养盐通量。这就说明群落演替并不只是

简单的“物种替换”，还会逐渐演化为生态系统功能变化。另外，酸化还通过提高体液酸碱调节成本、

降低碳酸盐饱和度和影响钙化过程，削弱钙化生物的生长和壳体形成能力 [75]，其对群落演替的影响更突

出地体现在钙化生物和棘皮动物、软体动物、甲壳类的早期生活阶段。由于低 pH 和低碳酸盐饱和度会降

低贝类、珊瑚、棘皮动物及部分浮游钙化生物的钙化速率、生长和存活率，这将削弱这些类群在群落中

的竞争力[76]。

实际上，在河口与近海系统中，酸化往往不是单独发生，而是与低氧同时出现。因此，缺氧 -酸化耦

合下生物将面临“供氧不足”和“酸碱调节成本升高”双重压力，群落变化表现为多重胁迫下的“筛选

效应”：耐受低 pH 和低 DO 的非钙化藻类、机会型底栖动物和部分微生物类群占比上升，而钙化、固着、

低迁移能力和长寿命类群下降。如幼体扇贝对富营养化河口的自然缺氧和酸化水体高度敏感，当 pH 为

7.4~7.6 时其幼体死亡率超过 50%，而在低氧条件下其幼体生长和变态率降低 50%[77]。幼年红鲍鱼在长时

间重复暴露于低溶解氧（24小时）时几天内死亡率就出现显著上升，较对照组高 5~20%，个体生长速率

差异显著[78]。针对鱼类和游泳动物群落，缺氧和酸化会导致这些种群的空间分布压缩和栖息地丧失。当

底层水体变得不适宜时，活动能力强的种类会逃逸，活动能力弱或固着种类则被迫承受胁迫 [79-80]。其中，

活动能力较强的鱼类、虾蟹类通常会主动避开低氧底层水体，分布向浅水、近表层或氧气较高区域集中

但这种逃逸会增加种间竞争、捕食风险和渔业捕捞暴露度，并减少可利用底层栖息地。对于不能及时迁

移的底栖鱼类、幼体和卵，低氧和低 pH 则可能直接造成发育异常、孵化率下降、生长减慢和死亡率上升。

因此，近海溶解氧浓度和 pH条件的变化，使自下而上营养供给和自上而下捕食控制关系发生重组，食物

网结构趋于简单化、造成能量流动路径、营养级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发生改变 [81]。同样地，群落结构和

功能群组成的变化还会通过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反馈影响底栖生境条件，进一步加剧或延长局部酸化过

程[74]。

2.3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近海海洋是全球碳和营养元素化学循环中的重要区域。同时，近海沉积物是反硝化作用主要发生场

所，强烈影响海洋氮收支。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活动对沿海海洋进行了大规模的扰动，造

成沿海生态系统发生显著变化，碳和营养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发生改变[82]（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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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随着氧气耗竭，微生物代谢将由高能量效率的有氧呼吸转向反硝化、铁还原、锰还原以

及硫酸盐还原等厌氧代谢过程[83]。由于厌氧代谢能量产率较低，有机质降解效率明显下降，从而提高了

沉积物中有机碳的埋藏比例。微生物碳泵理论强调，海洋微生物能将易降解的溶解性有机碳转化为难降

解有机碳，在海洋长期储碳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84]。此外，缺氧导致底栖动物代谢抑制、活动减弱甚至

死亡，使沉积物翻动减少，进一步降低有机碳再暴露和再氧化率 [85]。研究发现，与其他深度相比，缺氧

环境下海洋沉积物 2~6 cm深层中的有机碳埋藏显著增加 [86]。因此，近海海洋缺氧具有将沿海沉积物由

“有机质再循环”逐渐转向“长期碳储存”的潜在能力。而在酸化条件下，水体酸化会削弱贝类、珊瑚

钙质浮游生物等钙化生物的钙化能力，进而影响碳酸钙沉积、颗粒有机碳输出和蓝碳埋藏效率[87-88]。

而就氮循环过程来说，硝化作用（NH4
+→NO2

−→NO3
−）是氮循环中的关键环节，对环境扰动极为敏

感[89]。多项研究表明，缺氧、酸化对氨氧化细菌（ammonia-oxidizing bacteria，AOB）的抑制作用明显强

于氨氧化古菌（ammonia-oxidizing archaea，AOA）[56,90]。随着 pH 下降，AOB丰度及硝化速率降低，而

AOA由于具有更高的 NH3亲和力和更强的低氧适应能力，在酸化环境中更容易占据优势。在未来高 CO2

背景下，近海河口硝化群落可能由 AOB 主导逐渐转向 AOA 主导。在对珠江口长期观测研究中发现，随

着酸化强度增强，硝化微生物网络稳定性下降，微生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减弱，而丰水期径流增强会进一

步放大酸化与硝化之间的耦合效应[91]。

更重要的是，缺氧-酸化耦合可能通过改变海洋氮循环过程，显著增强温室气体 N2O 的释放。全球海

洋 N2O 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近海和陆架海由于营养盐输入丰富、有机质积累以及缺氧、酸

化等频发，其单位面积 N2O 通量明显高于开放海洋，是全球海洋 N2O 的重要贡献区域。据估算，每年由

沿海河口区释放的 N2O约占全球天然 N2O 排放总量的 9.6%[91-92]。N2O 主要来源于反硝化和硝化过程[93]，

而缺氧与酸化可通过影响微生物代谢途径和氮转化过程促进 N2O 生成。有研究称，在海洋环境中 N2O 的

微生物来源存在显著差异：开放大洋主要以硝化过程为主，而近岸缺氧区则更多受到反硝化过程控制

[91] 。 其 中 ， 硝 酸 盐 反 硝 化 （ nitrifier  denitrification ， NDN ） 和 异 养 反 硝 化 （ heterotrophic

denitrification，HDN）是N2O 产生的重要途径，在缺氧区域中合计贡献约 68.8%的海洋 N2O 排放，每年释

放约 1.1 Tg N2O-N[56]（图 5）。Zhou 等[1]估算，当河口与近岸海域 pH 下降约 0.21 单位时，全球河口硝化

过程产生的 N2O 排放量将增加 0.05~0.15 Tg/a 的 N2O-N。此外，即使在表层充氧水体中，颗粒有机物内部

仍可形成微尺度低氧区，为反硝化提供适宜环境 [94]。在对珠江口、九龙江口和长江口的 N2O 排放监测中，

发现反硝化贡献比例分别高达 51%、64%和 70%，表明颗粒相关反硝化对近海 N2O 排放贡献较高[94]。因

此，随着沿海富营养化加剧及缺氧范围持续扩张，近海 N2O 产生机制可能进一步由硝化主导向反硝化主

导转变，从而增强海洋向大气的 N2O释放通量。由于 N2O 的增温潜势大约是 CO2的 296倍，沿海缺氧与

酸化不仅改变局部地区碳–氮循环过程，还可能通过强化温室气体排放加剧全球温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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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缺氧-酸化耦合对水体中碳氮代谢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the hypoxia-acidification coupling on carbon and nitrogen metabolism in aquatic systems

图 5  微生物对全球海洋、缺氧区及其他区 N2O 排放和 N2O 通量的贡献[56]

Fig.5  Microbial contribution to N2O emissions and N2O flux in the ocean
3  未来发展和治理挑战

由此可见，近海富营养化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水体营养盐浓度升高，而是逐渐演

变为涉及氧循环、碳酸盐体系、沉积物过程、生物群落和温室气体释放等多环节耦合的系统性风险[6]。因

此，开展近海富营养化治理不仅是改善水质的需要，更是维持近海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稳定性的关键。过去 30年来，欧洲、北美、亚洲和澳大利亚各地针对沿海水域富营养化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包括污水处理工艺升级、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业排放限制、流域营养盐总量削减以及海湾生

态修复等[95]。然而，富营养化治理的难度比预期的更大，生态修复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Howarth 等[96]指出，相比突发性环境灾害，富营养化的生态反馈具有明显滞后性，使其难以形成持续

性的公共压力，这主要与近海缺氧–酸化形成具有多过程耦合、时空尺度复杂和生态反馈滞后等有关。

而过去的近海治理逻辑主要围绕氮、磷污染控制展开，但即使外源营养盐输入已被有效控制，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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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因为沉积物营养盐再矿化、底层有机碳累积以及食物网结构变化而维持缺氧或酸化状态 [58]。对北

亚得里亚海（Northern Adriatic Sea）长期观测中也证实了这点，发现即使流域营养盐输入量下降，持续升

温和大气 CO2吸收仍会导致海水酸化，并改变海洋碳酸盐平衡状态 [97]。因此，缺氧和酸化并不是以灾难

性形式即时出现，而是长期、渐进、累积性的富营养化驱动的生态退化过程，这也导致近海治理存在明

显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慢变量困境”使近海缺氧与酸化问题容易被政治体系、市场机制和短期

管理目标所低估，限制了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

另外，近海生态治理还受行政边界、管理措施和短期政策限制。由于近海环境问题的形成通常是

“陆源–流域–河口–近海海洋”的连续过程，营养盐可能来源于上游农业径流、城市污水、工业废水

和大气沉降，而缺氧、酸化及生态退化的主要影响区则往往出现在下游河口、半封闭海湾 [98]。这种污染

来源、生态响应和治理收益通常在空间上存在分离，造成传统以行政边界为基础的治理体系难以实施

[99]。以美国切萨皮克湾为例，尽管早在 1987年便提出到 2000年削减 40%氮、磷输入的治理目标，但由于

营养盐来源跨越多个州域，并包含不受传统水污染法规约束的大气沉降来源，最终实际氮、磷可控削减

比例仅分别达到 24%、35%[100-102]。类似情况同样出现在波罗的海 HELCOM计划与北海 OSPAR 治理框架

中，即治理对象跨流域、跨行政区，而治理责任却碎片化分散，导致长期治理效率低下 [95]。我国长江口、

珠江口等典型近海河口区的治理也面临类似挑战，目前治理体系仍主要以地方行政单元为核心，而营养

盐输移、缺氧扩展和酸化暴露则具有明显的跨流域、跨海域特征，导致污染责任、治理投入和生态收益

之间存在空间错配，影响长期协同治理的积极性[103]。

不仅如此，近海富营养化治理还可能引发多目标之间的现实矛盾，尤其是富营养化治理与粮食安全、

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之间存在冲突。总结了国内外沿海河口主要面临的生态问题和治理挑战，发现农业

氮肥使用在陆源营养盐贡献方面占比较高，多数河口还存在历史性遗留的富营养化问题 [38,100-101,104-108]（表

1）。但是，过度削减营养盐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寡营养化”。相关研究指出，持续营养盐削减可能降低

表层初级生产力，并改变生态系统能量结构，并加剧沿海酸化，导致 pH 下降的速度远大于海洋酸化[109]。

因此，传统以氮、磷削减为核心的线性治理逻辑，可能难以充分应对缺氧–酸化复合胁迫下的系统性风

险。即使某些海域外源营养盐输入得到控制，未来沿海生态系统可能不会简单回到历史基准状态，而可

能由于底层有机碳累积、沉积物内源反馈、群落结构重组和碳酸盐体系变化而进入新的生态稳态。这种

“非线性恢复”和“替代稳态”特征，将显著增加治理目标设定、生态阈值识别和治理效果评估的难度

这就要求近海治理将不再是单纯减排，必须在生态健康、经济生产、碳循环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因此，

未来近海缺氧与酸化治理需要向比传统污染控制更高层级的治理范式转型，逐步建立跨尺度、跨部门、

跨流域的社会–生态协同治理体系，从而提升海洋生态系统韧性。

表 1  国内外主要近海河口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与治理挑战

Table 1  Maj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management challenges facing key coastal estu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最新
录用



国家/区

域
典型河口/海域 主要生态问题 海洋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

美国

墨西哥湾（Mississippi–Gulf

of Mexico）[104]
富营养化、季节性缺氧

农业面源污染难控制；流域跨多个州，协

同治理困难。

切 萨 皮 克 湾 （ Chesapeake

Bay）[100-101]

富营养化、长期低氧、局部

酸化

农业径流和城市污染持续输入；城市扩张

增加治理压力；污染削减效果滞后。

中国

长江口[105-106]
夏季缺氧、富营养化、藻类

过度繁殖

流域氮磷输入长期较高；工程建设改变河

口环境；气候变暖和水体分层加重缺氧。

珠江口[107]
富营养化、赤潮、夏季底层

缺氧问题明显

城市化和工业排污压力大；河口分层影响

水体交换；污染来源复杂，治理难度高。

渤海湾/渤海[108]
富营养化、夏季缺氧及酸化

问题突出

半封闭海域水交换弱；工业、港口和养殖

压力大；沉积物污染导致恢复缓慢

欧 洲

（ 北

欧）

波罗的海（Baltic Sea）[38]
长期富营养化、缺氧、全球

海洋缺氧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海域封闭、水体交换差；历史污染累积严

重；气候条件特殊。

4 结论与展望

近海缺氧与酸化已成为全球沿海生态系统面临的典型复合生态环境问题。二者通过营养盐输入、有

机质沉降和沉积物内源释放等过程形成复杂耦合关系，对沿海生物群落结构和生态功能产生深远影响，

并进一步影响碳、氮等循环过程。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沿海人类活动持续增强，缺氧与酸化呈频率增加

持续时间延长和影响范围扩大的趋势，生态风险和治理挑战日益突出。因此，未来应突破传统以末端污

染控制为主的治理思路，逐步转向以生态过程调控为核心的“源头—过程”协同治理模式。首先，应重

点围绕流域营养盐减排开展系统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城镇污水深度处理及养殖尾水管理，从

源头削减氮、磷等关键污染物输入。同时，加强海草床、盐沼、红树林和贝类礁体等蓝碳生态系统的保

护与恢复，充分发挥固碳增汇、营养盐吸收和生态缓冲功能，提高近海生态系统对缺氧和酸化扰动的抵

御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优化区域水动力条件，通过强化河口生态调度与海湾水体交换过程，

促进底层水体复氧与物质循环效率提升，从而减缓缺氧与酸化的累积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治理实践仍面临跨区域协同不足、治理尺度与生态过程尺度不匹配以及生态修

复成效滞后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流域与海域、行政区域与生态单元之间的协同管理，构建“流域

–河口–近海”一体化综合治理体系，实现由分散治理向系统治理、由单要素治理向多过程协同治理的

转变。此外，建立覆盖流域、河口和近海的生态风险监测与预警体系，将有机碳、溶解氧、沉积物耗氧

速率、总碱度和 pH 等关键指标纳入统一观测网络，构建覆盖“流域–河口–近海”的多尺度监测、预测、

评估体系，提高对缺氧与酸化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生态风险的预测能力。最后，通过加强生态修复效果评

价、生态阈值识别和适应性管理策略研究，为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总体上，未来近海生态治理应以生态过程调控为主，并以陆海统筹和区域协同为重要抓手，将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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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生态修复和风险预警作为重点，辅以长期监测和科学预测，不断提升近海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性

功能完整性和环境适应能力，为沿海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及可持续管理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科学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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